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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从权力政治到生命政治：两种场域与两种路向∗

晏 　 辉

摘　 要：对个体自身而言，保证、发展和满足生命权力就自在地是他最大的“政治”。 狭义的“生命政治”概念特指

政府、政党、国家在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支配下，通过政策、制度和行动创造并分配公共善，看待和对待个体生命时

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和行动，以及这种观念和行动所具有政治的性质。 在社会正常状态下，生命的自然属性得到保

障的条件下，生命政治的社会性形式即“外在之善”的获得、生命政治的精神属性形式即“灵魂之善”的实现，就成

了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在非常状态下，个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恢复生命、保持健康就变成

了首要的政治任务，生命政治的生物属性就具有了社会性和精神性意义。 在生命、权力和资本之间，场域不同，价
值排序有别。 对此，政治哲学可以提供两种思考路向：在应对和消除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生命、资本、权力何种逻

辑优先？ 在政治逻辑优先的运行中，如何处理权力政治与生命政治的关系？ 基于此，更为深层的问题是，一个好的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必然是在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之间保持一致性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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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纯粹出于自然，还是因人的行动而成，新
冠病毒都以突如其来的样式、迅速蔓延的势头、强力

致病的后果，迅速出场、在场；并呈现出空间的广泛

性、时间的持续性和致病的严重性等外部特征。 现

有的心灵秩序和世界秩序受到严峻考验，已有的和

现有的思考与行动受到严厉拷问。 疫情出现后，面
对疫情防控中存在的种种失误、偏失、错误、罪恶，人
们纷纷表达批评、谴责、愤怒；面对疫情防控中呈现

出来的积极应对、勇于担当、不怕牺牲的“英雄事

迹”，人们纷纷表达同情、肯定、赞美、敬佩，这些情

绪和情感的表达，证明绝大多数人都是公正的旁观

者。 情绪和情感固然激起了人们的认识与行动，但
有效抗疫则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事情，对疫情自身

以及疫情防控需要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 政治哲学

的出场和在场，目的就是要澄明疫情和疫情防控所

蕴含的哲学性质，并基于这种澄明而正确思考和正

当行动。

一、“生命政治”的先行标划：语言哲学原理

根据国家发生史及其历史展开过程，权利、权力

和政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理解和把握它们与

“生命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建构有关“生命政治”的
语言哲学原理，绝不仅仅是对“关键词”进行定义，
确定它们的内涵与外延，而是要对“关键词”所指称

的对象的认识、观念或理念进行考察。 借助康德的

“目的王国”理论，我们得到的最大理论成果便是对

“权利”的确定和确证。 最为初始的、源初的权利就

是对任何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之身体之善、外在之善

和灵魂之善的先行确定，这种确定不需要一个正当

性基础的证明。 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社会性存在和

精神性存在是自在的，他一经来到这个属人世界，他
的“此在”就被先行确定了，他不需要征得他人和

“组织”的同意即可获得“此在”的理由，这正是人人

平等的最为原始的根据。 只有普遍性的存在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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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个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说每个人的存在本身

具有自在的合法性，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

事实，而是因为这个事实适合于所有人，每个人在来

到属人世界的那一刻都具有无须证明的自在合法

性，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就如同黑格尔所说

的“自我”，当每个人言说“自我”时，我们确实说出

了一个普遍性的事实，因为人人都是自我。 这是一

种“默契契约”，即不需要提供理由的契约。 作为

“隐性契约”，它不同于“显性契约”，即缔约双方就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反复博弈最后达成双方

认可的有效“承诺”。 一个生命来到属人世界的初

始状态，就是一个可能的有理性存在者，他的理性、
情感、意志都处在无意识、潜意识和部分意识的状态

之中，他尚无足够的能力与先于他在世的人进行博

弈，借以证明，“我”来到这个属人世界与你们具有

同样的理由，继而像缔结“显性契约”那样，确立权

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以及各自的义务边界。 对一个

生命降生到世界上具有自在的合理性这一点，其根

据和理由并不来自宗教和道德，而是来自包括人在

内的一切动物界所共有的法则，即“相互依存性”。
所有的动物都是被规定为过“集体生活”的，都具有

相互依存的性质，只有严格遵守“依存性原理”才能

保存生命、实现生命和完成生命。 这就是最为原始

的“生命政治”，也是现代人权概念中的初始含义，
即个体生命的生存权。 所不同的只是人类是通过建

构相互依存性而实现集体生活的，因而是基于既成

之上而生成的，而动物则是在自然界给定的边界内

通过维持相互依存性而过“集体生活”的。 动物的

分工与协作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分配食物，但不会生

产食物。 动物也有移情和同情，但人类之间的移情

和同情却通常是在理性和理智的支配下实现的。 唯

其如此，人比其他动物更高级更高贵的地方，恰恰在

于通过创造更加高级的相互依存性而使每个人的生

命更加靓丽，更有创造性，更有意义。 因此，无故地

消灭生命，或面对一个生命受到死亡威胁而不予施

救，所违背的不是人道原则而是普遍性的生命原则。
如果把“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视作人类的最高

道德行为，那么就一定是“遮蔽”了人类高级道德行

为本身。 理由是，将受到死亡威胁或受病痛折磨的

生命恢复到健康状态，置于安全的生存、生活环境之

中，就是一种“矫正”的、“恢复性”的正义，目的是使

一个生命获得“身体之善”。

如果把一个生命所需要和获得的“身体之善”
视作“权利”的全部或“生命政治”的全部，那一定是

把“生命政治”的丰富内涵简化到了仅仅是“活着”
的层面上；相反，“生命政治”概念与“生命政治”事
实同样丰富多彩。 在与个体生命相关的权利概念

中，除了保证和维系生命健康、强壮、敏捷和优美这

一基本涵义之外，这是生命的自我同一性，还有个体

生命的社会规定性，即生命之间的依存性、相关性，
即外在之善。 将外在之善纳入权利概念之中，意味

着个体生命虽然具有自在的合理性，具有自我同一

性，但生命的确定和确证，生命的维系、实现、完成却

是在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承认、确定中完成的，
所以，剥夺了个体生命的外在之善也就剥夺了他的

生存权和生命权本身。 “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

会权力。 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取这种社会权力，那就

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①判断一个政

府、政党和国家的合理性程度，其重要根据在于看其

是否找到了快速积累财富、公平分配财富的经济组

织方式和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 相关于个体生

命的外在之善构成了“生命政治”的社会形态，即现

代人权概念中的财产权。 在相关于个体生命的“权
利”概念中，除了生存权和财产权之外，最为困难也

最为高级的权利则是自由权，即个体生命在具备了

足够的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之后，拥有根据自己的

意志和意愿合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权利，即
现代人权概念中的自由权。 这种权利虽然不是必要

性的权利，但却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程度之最高

体现的权利。
当我们从内涵和外延上界定和规定了人的“权

利”之后，接续的概念便是“权力”。 如果说“权利”
概念适合于所有人，是每个有生命存在者先天具有

而在主体间确定和确证的“善型”，那么“权力”则是

描述不同个体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支配性力

量。 “权力”事实与概念同人类生命史和生活史同

样长久，其所描述的是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事实，以及基于这种差异性形成的支配性行动。 权

力是嵌在人们之间的活动结构和关系结构中的支配

性力量，它起源于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而发源于居于

优势地位的个体对居于弱势地位的个体的支配过

程。 在与权利有关的行动和关系中，“支配”现象是

随处可见的，但基于“权力”之上的“支配”却并不如

此。 “我们将‘支配’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ｕｔ）定义为：一群人

６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 因

此这个定义并没有统括所有行使‘权力’（Ｍａｃｈｔ）或
‘影响力’（Ｅｉｎｆｌｕｓｓ）的形态。”②虽然不能说任何一

种支配类型都是基于权力之上的，但由权力导致的

人们之间的非对等关系则一定是支配性的。 “无论

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制度，都不能没有权力———
即使是最有限———来发号施令，因此，就有支配。”③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是通过支配人们的环境

以追逐和达到目标的能力。”④迈克尔·曼把人类社

会生活中所有符合上述定义的社会事实，统称为社

会权力。 在迈克尔·曼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以社会

学的学科视野来定义和分析权力现象，把全部支配

行为称为社会权力，因为这些支配性行为均出于同

一个原因，即人类本性和社会本质。 “人类无休止

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他们对生活中

美好事物的享用而争斗，为此，他们有能力选择和追

求适当手段，它们是权力的来源。”⑤根据迈克尔·
曼的论证，我们可以根据广泛性、深入性、权威性和

弥散性把社会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既是权力

的来源，也是权力的类型，即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

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 在权力的这四种类型中，
政治权力是最为特殊的，在社会关系内，行动者具有

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其正当性为

何的可能性。⑥那么行动者依据何种力量才有这种

可能性呢？ 韦伯给出了“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⑦。
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法制型”或“法理型”支配是

有法律基础的，并且这个基础的正当性基础是经过

证明的；而“传统型支配”和“卡理斯玛支配”则是以

“确信”和“崇拜”为基础的。 简约地说，在政治权力

的支配类型中，其所依据的基础可以是“法律范型”
“文化范型”，也可以是“道德范型”，这只是就支配

的根源而言的，至于支配的目的和效果则“语焉不

详”。 看来，除了对权力支配的基础和过程进行论

证之外，还必须对支配的动机和目的进行“考证”。
在权力的四种类型中，只有“政治权力”才有

“政治性”，如果不能将这种“政治性”澄明出来，那
么“权力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内在逻辑关系就无

法演证出来。 判断一个社会事实是否是政治性的，
主要有两个根据，一是结果意义上的，二是动因意义

上的。 一个观念和一个行动如果涉及国家的根本利

益，或相关于众多公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我们就会断

定，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事件，如颠覆国家政权的

叛变、攻击行为，涉及绝大部分或全体公民之生命

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公共危机。 当一个观念和行

动的发生是依靠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而实现的时

候，我们就会判定这是具有政治性的观念和行动。
在具有公共性质的“物品”中，政治权力的公共性程

度最大，它可以违背被支配者的意志而 “一意孤

行”，可以借助政治决策、制动和行动支配所有公

民。 “权力政治”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正是对“政治权

力”的发生、获得、行使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的过程

及其后果。⑧而这种批判与论证的关键则是对“政
治”的界定和规定，可有三种思考路向，即目的论、
过程论和动机论。 国家权力的终极目的的先行预

设，乃是国家权力之政治性质的根本体现。 国家作

为每个有生命存在者必须过集体生活的最高体现，
其终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某个公民的

根本利益，即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 什么

才是国家“是其所是的东西”？ 这就是黑格尔在《法
哲学原理》中所说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
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

所知道的，而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⑨那么，国家所

知道的、并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这便是动机论所要回答的。 国家是非人格化的一组

力量体系，但掌握国家机器并运行这部机器的“政
治精英”却是人格化的个体及其集团，他们获得、行
使国家权力的动机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及其运行

路向，能否把全体公民的“善型” “权利”作为其“治
国理政”的终极目的，就成了他们获得权力和行使

权力的正当性基础。 以此观之，人们的政治观念直

接决定着人们的权力观念，基于人们已有、现有和将

有的政治观念，在界定和规定政治概念时，就有了如

下几种情形。
第一，技术主义的定义。 政治是人们获取政治

权力的技艺。 如若只问如何获得权力而不问获得的

正当性基础，更不问追求何种目的，那么这种“权
术”性质的政治观念就无法保证公民的根本权利。

第二，本质主义的定义。 政治是相关于每个公

民之根本利益的所有方面。 把政治规定为最大限度

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方

式，体现了政治概念的目的论。 为实现此目的，政治

决定着也约束着国家权力，使之朝着实现正义、平
等、自由、富裕等方向运行，并合理分割、正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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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了政治概念的方法论。
第三，过程主义的定义。 强调治国理政的过程，

这既是技术论的又是方法论的。 善的目的的实现需

要正确的手段作保障。 “一种发挥作用的政治的定

义是：我们理解和治理我们社会事务的方法。 这特

别适用于对稀有资源的分配和其基本原则。 它也涉

及一些人或群体获得政权并比另一些人或群体对形

势具有更大控制权的手段和方式。”⑩毫无疑问，杰
弗里·庞顿等人的政治定义是过程论和方法论意义

的，它只揭示了作为政治之核心力量的政治权力的

获得方式、用政治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方法，
这是政治学的思考方式，本质上属于技术主义的定

义方式。 而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对政治和权力的

沉思必须是本质主义的，将技术主义的思考纳入目

的论和动机论的规定之中。
至此，我们将有关“生命政治”的语言哲学原理

表述如下：在权利、权力和政治之间，权利构成权力

和政治的目的之善，权利的内部构成就是生存权、财
产权和自由权，权利的外部构成就是财富的快速积

累和公平分配、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每个人都有能

力和意愿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 权力是实现目的

之善的核心力量，它通过体现正义、平等、效率等原

则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动来实

现公共权力的“是其所是”。 政治，作为一种观念，
就是将权利变成一种普遍有效的实践法则，约束权

力的分割和运行；政治，作为一种制度，就是在公平

与效率、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在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之间找到结合点；政治，
作为一种行动，就是拥有且行使政治权力和公共职

权的政治精英在善良意志的推动下、在实践理性的

保证下，最大限度地创造公共价值并合理地分配公

共价值，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完

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作为语言哲

学原理的“生命政治”，本质上并不是语言问题，而
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本体论基础就是对每

个有生命存在者而言的权利，它的认识论基础是人

们对权利的认知、把握和确认，是可以普遍化的价值

共识。
如果说这个以权利、权力和政治为核心要素构

造起来的有关“生命政治”的“语言哲学原理”，只是

一种可能的“理想模型”，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则呈现出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因此如何拥

有哲学思维和实践智慧就成为决定这个“理想类

型”能否实现的关键。

二、“生命政治”的先行标划：
实践哲学和历史哲学原理

　 　 如果说有关“生命政治”的“语言哲学原理”解
决的是“权利”何所是和何所向的问题，那么有关

“生命政治”的“实践哲学原理”解决的则是何所能

的问题。 即便所有人都确认和承认国家“作为伦理

理念的现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有生命个

体的“善型”即“权利”，却也不能保证一个现实的国

家确实能够实现“生命政治”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在有关“生命政治”的“实践哲学原理”中，最为

关键的是政治精英及其权力集团能否实现黑格尔笔

下的“伦理理念”。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

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
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

知道的，而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 黑格尔在这里明

显地有将国家这个“利维坦”人格化的倾向，如果不

是将其理解为是在为普鲁士政府唱赞歌，而是理解

为对国家“是其所是的东西”的澄明，并将其作为绝

对命令向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的政治精

英及其权力集团提出，那么黑格尔的观点倒是颇有

启发意义。
第一，善良意志。 这是决定拥有和行使政治权

力和公共职权的人能否将权力用于创造和实现公共

善的初始性力量，它是将公共善作为各种动机中的

首要动机加以贯彻的意愿和意向。 《大学》中所说

的“正其心” “诚其意”相当于康德笔下的“善良意

志”。 虽不排除完全出于责任地将公共权力用于创

造和实现公共善的政治家和管理者，但真实的情形

则是，作为“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的政治

家及其权力集团在动机丛中，既有“向善”的力量，
又有“趋恶”的倾向，能够将遵守法律的动机、创造

和实现公共善的动机置于利己动机之上，只是多种

动机中的一种；没有利他动机实难有利他行动。 人

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不在于拥有利己动机，而
在于将利己动机置于合适的位置，找到合理的实现

方式。 没有强烈的利己动机，强大的利他倾向就失

去了道德意义。 在动机与公共善以及法则之间会有

三种情形：反乎、合乎和出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

才能使道德行动具有持续性和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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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把善良意志贯彻

在行动中、实现在结果中的自治能力，它具有两个向

度，一个是能够抗拒内心的利己动机，一个是能够抵

御外部诱惑。 由于政治权力和公共职权是最具公共

性的支配性力量，潜在资源、现有财富、身份、地位、
机会都有可能成为它所支配的对象。 实践理性就是

把对法律的敬畏和罪感的体验贯彻到政治活动和管

理活动中，它需要以完整的道德人格作坚实的基础。
第三，技术理性。 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不仅仅

是一个价值理性问题，更是一个技术理性问题。 政

治精英及其权力集团拥有且充分运用他的善良意志

和实践理性只构成创造和分配公共善所需的必要条

件，如何将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变成可实践的治理

和管理活动，所依靠的是创制理性和科技理性，前者

提供体现效率、公平和正义原则的规范体系，后者提

供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与策略。 在善与恶、好与坏、
正确与错误之间选择前者。 在价值系列中，在存在

价值冲突的情境下，是生命价值优先还是资本权力

优先，其所反映的是决策者、管理者的伦理智慧和伦

理技巧。
如果说政治精英及其权力集团所具有的伦理智

慧和伦理技巧构成了有关“生命政治”之实践哲学

原理中的主体性要素，那么“场域”则构成客体性要

素。 有关“生命政治”的政治哲学批判，必须在社会

历史的具体场域下进行，因为个体、集体、国家如何

看待和对待“生命政治”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下进行

的，没有对具体语境的整体性考察便难以理解不同

国体、政体和体制下的人们在看待和对待“生命政

治”的方式上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如资本逻辑

优先于政治逻辑和生命逻辑，生命逻辑优先于资本

逻辑和权力逻辑。 这个具体语境就是“场域”。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

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

个构型。”􀃊􀁉􀁓场域是被构成的，是不同群体在各自所

处的位置上依据自己掌握的权力（资本）相互嵌入、
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形和无形的语境、境况。 “一
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

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

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 正是在场域中积极活动

的各种力量———分析者之所以将这些力量筛选出

来，把它们看作对场域的运作关系重大的因素，正是

因为这些力量造成了场域中至关重要的差异———确

定了特定资本。 只有在与一个场域关系中，一种资

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 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

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体现在物质

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分配就

构成了场域结构本身）的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

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

生的利润的权力。”􀃊􀁉􀁔

起始于 １５ 世纪末的现代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完

全不同于中世纪的“场域”构造运动，关于这个被构

造出来的新型“场域”与其之前和之后的社会状态

的关系，马克思在“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

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

的一般特征”这个标题之下，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

社会对以往社会的超越性特征，即“在这种社会形

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
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这种特征

是为建立更高社会形态创造了条件，“建立在个人

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

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

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然而资本主

义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充满血腥的“场域”下完成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

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

放”，“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

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

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 而对

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

编年史的”。􀃊􀁉􀁗资本来到人间除了使资本家“忘我”
地攫取剩余价值外，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打算，增殖

是资本的唯一使命。 在资本的演变史上，无论它采

取产业资本主义、货币资本主义还是知识资本主义，
资本的主人无论是采取个体资本家、集团资本家还

是国家资本家，它的灵魂是不变的，这就是增殖，它
的运行逻辑是不变的，这就是它永远置自身于生命

价值与“公共善”之上。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资本主义也在不断修正、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缓和

由资本的“任性”所造成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但
作为本体论的“资本主义精神”似乎从未彻底改变

过。 在资本的生成和演化史中，无论是在“原始积

累”阶段，还是在扩张阶段，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

致的非人道事实已是昭然若揭。􀃊􀁉􀁘在世界化和全球

化已成客观事实的当代场域下，资本的运行逻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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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商人思维”将“增殖”至上原则推行到了世界的

各个角落。 “公共善” “生命政治”再次变成了全球

性的危机。
“社会主义精神”不同于“资本主义精神”，不仅

仅表现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上，更表现在

资本、权力、政治和生命之间的逻辑关系上。 虽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未能很好地

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但“以人民

为主体”依旧是我们秉持的核心观念。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虽然在某些领域、某个段落上，出现了由资

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替代“权利逻辑”的倾向，但由于

中国共产党人拥有超强的自我纠偏、自我矫正、自我

反思和自我完善的优良品质，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深度改革，重又使“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理念变

成了全面的社会实践。 这不仅是在稳定社会状态下

如此，在各种公共危机的防控和消除过程中更是如

此。 一种价值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是在

特定的历史场域下生成的、养成的，而这种“精神”
一经生成便即刻将其自身嵌入人们的日常观念、集
体概念和集体行动中，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运行逻

辑。 在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下，“权利”观、“生命政

治”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和实现方式，但总

有某种一致性。 对这种差异性和一致性，政治哲学

必须在理性精神指导下予以深入分析和论证，探寻

权利、生命、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应然逻辑。

三、同一种场域下的两种路向与

两种场域下的同一种路向

　 　 在公共卫生危机于全球范围内迅速暴发、快速

蔓延的同一种场域下，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表现出

了迥然不同的观念和行动；在正常状态和非常状态

下，中国共产党人又表现出同一种观念和行动，即人

民既是行动主体又是价值主体。
１．同一种场域下的两种路向

不同国体、政体、体制、制度在正确性和正当性

意义上的差别，可有两种不同的证明方式，一种是不

同场域下各自的运行状况，这只有想象比较的意义，
因为别一种场域下的国体与政体在那种场域下是正

确的、正当的、有效的，移植到此一种场域中来就极

有可能是失当的、无效的。 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

的人在存在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的获得上，并不完全

取决于物的因素，文化的、精神的因素或许是更为重

要的方面。 离开具体场域讨论不同国体和政体的优

势与劣势并无实质性意义。 但在同一种场域下，处
理同一种类的事情，不同国体和政体的优势与劣势、
正确与正当就清晰可见了。

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力度，越过地区边界、超
越国家界限，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危机。 无论是

出于自然的原因引起的，还是因人的生产、交往和生

活所导致的，新冠病毒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一视同

仁”地威胁着个体的生命。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

机，面对受新冠病毒折磨甚至濒临死亡的鲜活生命，
依靠个体、集体的有限力量无法有效地阻止疫情蔓

延，更无法防控和消除。 在看待和对待新冠病毒疫

情上，作为当下两种主要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社

会管理模式的国体和政体，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

义制度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和

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是个体防护、集体

抗疫、组织领导、全党指挥的认知、应对、防控模式。
面对人类迄今为止所遭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

危机，只能也只有采取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才能有

效遏制疫情。 政党和政府快速做出正确决策，停工、
停产、停学、停止流动，将疫情控制在人的能力所及

的范围内；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主动请缨、勇于担当、
恪尽职守、自我牺牲；科研人员将已有的、现有的科

学研究用于新冠病毒的病理研究、疫苗研制的实践

之中，集体攻关、国际合作，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进
行科学试验；无数在场的、不在场的旁观者，以移情

和同情的方式，表达着赞美，实践着鼓励；病毒感染

者积极配合、自我鼓励、感谢感恩。 所有这一切，用
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证明，在资本、权力、利益面前，只
有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只有恢复健康、维护生命、提
升生命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非常状态下“生命政

治”的光辉写照。
在疫情暴发过程中以及防控卓有成效之后，中

国又适时地派出医疗队，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分享给

其他国家，将稀缺的医疗物资分发给其他疫情地区，
体现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是在

国内的疫情防控中，还是在国际上的共同抗疫中，我
们自始至终都没有逃避责任，更没有转嫁责任甚至

毫无根由地嫁祸他人，切实地实践着“生命政治”的
真正涵义。

相反，在资本主义国体、政体、制度、体制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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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面对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却表现出与它以

往所倡导的人权第一、自由至上的观念和行动大相

径庭的想法和做法，一些民众如此，政党和政府更是

如此。 “朕即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使得有的资本

主义国家的首领无法分清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的本

质区别，他既不想知道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即在

危机状态下，个体的生命就是这种现实，更不想实现

这种伦理理念；相反，他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商人思维

借助国家权力和庞大资本贯彻到国家的各个领域。
基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

观使他在生命与利益不可兼得的情境下选择利益。
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

速蔓延的危机状态下，其依旧坚决地贯彻着在稳定

状态下的原则，在作为的意义上，获得最大化利益，
在不作为的意义上，洗刷罪责、摆脱责任、逃避惩罚，
停止对国际世卫组织的经费支持，企图把资本和权

力至上原则贯彻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同一种场域下的两种不同路向。 自从社

会主义国家产生以来，关于两种制度的优与劣的争

论和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无论是政治学、法学、
国际关系理论，在致思范式上似乎都存在着这样的

倾向：一是其所讨论的对象都是在各自的场域下的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对其过程和效应之差异

的比较并不具有本质上的意义，人类迄今为止尚未

构建出只有创价而无代价的治理和管理模式，其优

点与缺点似乎同样突出，因为它就像一块银币的两

面，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二是在比较的模式上，
似乎都在用此模式的优点比附彼模式的缺点，而不

是对在同一种场域下面对同一种危机，在治理和管

理上的优与劣进行比较。 而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所

引发的全球性危机，为这种比较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人们真正该做的是对自己的治理和管理模式做全面

而深刻的反思，而不是一味地扩大他者的缺点、夸大

自己的优点。 因为即使新冠病毒得到有效控制，随
之而来的后疫情时代，或许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需

要各国去面对。
２．两种场域下的同一种路向

“生命政治”是福柯于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７９ 年在法兰西

演讲时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在“君主权力”
与“规训权力”的比较中创制和使用的。 “君主权

力”“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是福柯所论及的三种

权力形式，在创制和使用中，其始终贯穿着两种旨

趣，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规范性的。 作为一个描

述性的范畴，福柯借助大量历史事实描述“君主”是
如何借助国家权力对个体进行支配和改造的；学校、
工厂、军队、医院、幼儿园等组织又是如何借助各种

规范对个体进行有效规制和教化的，它们分别表现

为“权力政治”和“规训政治”。 随着人类对前两者

的改造和修正，一种以使个体获得快乐和幸福为目

的的权力和规训就可能产生，以个体之快乐和幸福

为终极目的的“政治”，就是“生命政治”。 福柯认为

这种“生命权力”出现在 １８ 世纪下半叶，人们不是

用“生命权力”替代了“君主权力”和“规训权力”，
三者是并存的，先前是通过“君主权力”和“规训权

力”将个体生命改造、整合、规训成君主权力的支配

对象、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权力棋盘上的一枚棋

子。 “生命权力”的出现，颠覆了先前的结构，使个

体生命健康、快乐、幸福成为那两种权力得以产生和

运行的目的。 福柯试图将“生命政治”的观念史和

实践史统一起来加以思考，将客观因果性陈述与意

义妥当性陈述结合起来加以解决。 我们借用福柯

“生命政治”概念的真实意图，是想把这一概念改造

成一种思考方式，用以分析和论证同一种国体、政
体、体制和行动如何在不同场域下最大限度地实现

“生命政治”。 在这里，“生命政治”既是一个道德哲

学命题又是一个“实践哲学”难题。
生命价值优先原则在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彰显，

由此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制度优势、中国人特

有的精神体系也得到了国人和世界人民的普遍认

可。 人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精神体系中

发掘这种理念、制度和精神得以存续和彰显的观念

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各种信心，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甚至要发扬光大

的。 但也必须理性地、公正地看待和对待人们在疫

情防控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考与行动。 假如我们是一

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么至少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深入

分析和论证。
第一，在两种不同场域下所体现出来的认知与

行动有何异同？ 正常状态与非常状态是人们必须面

对的两种具体场域，促使正常状态解构而变成非常

状态的原因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如政变、战
争；一种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瘟疫。 由这些事

件所导致的危险状态被称之为公共危机，由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所引发的危机就是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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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它有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系统解构、社
会价值体系崩溃、个体生命受到威胁。 这个来无影

去无踪、体积虽小却威力巨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

类的最大威胁就是对个体生命的死亡威胁。 在抗击

疫情中，资本、权力、生命在瞬间被并置在一起，在世

界性的抗疫中，存在前已述之的两种路向，在儒家文

化圈内，如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采取的是

生命至上、秩序次之、经济又次之的抗疫路向。 实践

证明，这是一种完全正确和正当的道路，无论是中国

人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

度赞扬。 从类型学来说，人们对在抗疫中表现出来

的理念、制度、情感、意志和精神的评价，可能有三

种：过度、适度与不足。 过度与不足都有可能失之偏

颇，尤其要防止由评价过度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一是在疫情防控中并非只有值得赞美的行动，

尚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支配下的不作为、逃避责任

的现象，当事人对渎职行为非但没有愧疚、自责，毫
无耻感和罪感体验，反有理直气壮之举。 在媒体的

报道和宣传中，人们倾向于宣传体现民族精神、现代

文明的“英雄事迹”，这种过度赞美掩盖了正常状态

下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侵蚀“生命政治”的情形。
一如上述，在“生命政治”的内部构成中，身体之善

是最低层次的价值，虽不排除仅仅把活着视作人生

最高价值目标的个体认知与行为，但普遍的价值取

向则是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让生命绽放出社会性和

精神性的意义来。 身体健康是“生命政治”的初级

层次，疫情防控就是把受到病毒威胁的患者通过情

感呵护和药物治疗恢复到健康状态。 如若把这一事

项视作实现“生命政治”的全部，那就等于把“生命

政治”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需求还原成了生物性需

要。 在救助生命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情感、精神可能

是人类德性结构中的高级部分，因为让渡、牺牲而值

得赞美，但它所实现的目标却是“生命价值”结构中

的初级价值，除此还有中级价值（外在之善）和高级

价值（灵魂之善）。 在危机状态下，救助生命之所以

显得充满情感和精神，是因为在危机状态下“生命

政治”的逻辑结构采取了“倒置”的形式，生命价值

中的基础价值从基础性地位一跃而成为根本性和全

局性问题。 这就会造成一种幻象，似乎只要救治患

者、恢复健康就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部，疫
情防控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与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

现代文明的全部。 这种把非常状态下的认知、思考

与行动视作普遍性模式的态度、立场和观点是一种

不全面、不深刻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断面”
思维、“段落”思维，而不是整体思维和历史思维。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在疫情防控中所表现出来的

非理性认知和行为，都值得高度重视。 在疫情尚未

得到彻底控制，或许已经成为常态的形势之下，人们

不该沉浸在暂时的“狂欢”之中，甚至陷入“歌功颂

德”“争功邀功”的泥潭之中。 一如“生命政治”中的

生物性需要、“身体之善”并不是“生命权力”的全部

内容那样，如何创造满足“外在之善”的社会财富和

满足精神需要的“灵魂之善”依旧是核心问题和全

局性问题，出于救治生命、恢复健康而不止于生命的

生物性需要，才是疫情防控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是在普遍的认知、判断和推理中，“沾沾自

喜”和“幸灾乐祸”的心理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倾向。
西方主要国家在疫情防控中所表现出来的迟缓、不
以为然的态度和策略，固然反映了他们一贯坚持的

资本和权力优先原则，但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国家

的治理和管理模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
疫情防控并不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全部，只是由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所造成的危害已经上升到了全部社会

问题的首要位置，似乎只要控制和消除了疫情的危

害，全部社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一种国体、政体

和体制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和自我矫正能力，它绝

不会在疫情愈演愈烈的形势之下依旧我行我素、固
执己见，它绝对不会突破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

所要的安全阈限。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９ 年 １ 月所写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过的话，依旧具有发人

深省的作用：“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

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

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

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要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

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

生。”􀃊􀁉􀁙如果不能正确看待和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也
不能正确看待和对待他者的优缺点，极有可能造成

掩盖缺点、放大优点，出现因评价过度和评价不足而

做出错误判断和推理的问题，把他者的缺点当作掩

盖自己不足的理由，把自己的优点作为攻击他者不

足的根据。 只有预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做好人

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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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何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

在疫情防控中，人们把“生命政治”中的救治生命、
恢复健康作为首要的事项给予全力看待和对待，那
么在后疫情时代，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

以满足个体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则同样是重要

的政治任务。 如何将“生命权力” “生命政治”置于

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之前、之上，依旧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终极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０４
页。 ②③［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９７、３０２—３０３ 页。 ④⑤［英］迈克尔·
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５—６ 页。 ⑥［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９７ 页注①。 ⑦“正当性支配

有三个纯粹类型。 对正当性的主张之是否妥当，必须建立于：１．理性

的基础———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

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利（法制型支配）。 ２．传统的基础———确

信远远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正当性（传

统型支配）。 ３．卡理斯玛的基础———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

德规范或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献身和效忠

（卡理斯玛支配）。”［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０３ 页。 ⑧依照我们对“政治

性”的规定和揭示，依靠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法

律的支持下，针对所有公民所实施的支配性行为，才可称之为政治权

力现象，或政治现象。 因此离开国家权力和公民根本利益讨论政治，
离开政治讨论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政权，都是不能成立的事情。
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年，第 ２５３ 页。 ⑩［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政治学导论》，
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６ 页。 􀃊􀁉􀁓􀃊􀁉􀁔［法］布尔

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引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７ 页。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 １ 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８２２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直接

以页下注的形式引注的注文共计 ３９１ 处（第一卷 ２７５ 处，第二卷 ５８
处，第三卷 ５８ 处），除去引证经学家等材料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引证

描述劳动环境以及雇佣工人健康报告的材料，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

正文中直接引述的，总计下来不少于 ５００ 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说，《资本论》乃是一部描述雇佣工人生产、生活状况和各种公共

卫生危机发生和演变的“人类编年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９２ 页。

责任编辑：思　 齐

Ｆｒｏｍ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ｏ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ｗｏ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Ｙａｎ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ｒｅ ｈ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ｅ． ＂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ｕｌ＂ ，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ｉｓ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ｋｅｐｔ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ｌｉｆ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ｏｇ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ｌｉｆ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ｗ⁃
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ｉｆｅ ｆｉｒｓｔ

３０１

从权力政治到生命政治：两种场域与两种路向


